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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

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显著

降低了审计费用,且企业获得的环保信用评价等级越高,被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保信用

评价制度通过信息风险机制和经营风险机制降低了审计收费,即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通过提高公司的环境信息透

明度、缓解盈余波动抑制了公司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使审计师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还

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以及信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

更加明显.本研究丰富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

府部门进一步推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合理引导企业持续改善环境行为、助力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等均

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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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保信用评价是政府环保部门组织实施的一种对企业环境行为开展信用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

公开评价结果以供有关部门、机构、组织或个人参考应用的新型环境治理手段.严峻的生态环境污染

与治理形势使作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环保信用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为此,
原国家环境保护部于２０１３年底联合多个部门公开发布了关于实施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性文

件———«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２０１３〕１５０号)(以下简称«评价办法»),意在通过积极

开展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试点工作,加快构建环境保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长效机制,督促和引导

企业持续改善环境行为、高质量践行环境与社会责任义务.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环保信用评价的研究

文献相对较少,且总体上以规范分析为主,少见基于大样本的经验研究[１].
审计师被视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服务中介和外部监督力量之一,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但亦

面临着因未能有效识别重大错报、遗漏、舞弊等而诱发较高的审计失败风险.为进一步降低因环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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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因素引致的审计失败风险,倡导和引导审计师积极履行环境与社会责任义务,２００６年颁布的«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６３１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明确要求,审计师要对被审

计单位的环境相关事项保持必要的执业关注.受此影响,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社会与治理

(ESG)评级等环境事项因素对上市公司审计后果的影响[２][３].然而目前国内外开展 ESG评级的评

价机构较多且多为商业或非营利性组织,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评价标准的设定以及评价数据的获

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缺乏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力量,进而导致ESG评级结果的可比性、可靠

性乃至可信性被打了折扣,引发越来越多的分歧和质疑[４].
不同于ESG评级,环保信用评价工作聚焦于企业的环境行为信用状况,以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

«评价办法»作为实施指南,拥有相对统一且在环境治理领域颇具权威的组织协调者(政府环保部门)
和一整套可供量化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专门化的评价方法.从理论上讲,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落实

不仅能够获得更具聚焦性、可比性、可靠性以及可信性的环保信用评价结果,还附有一种由政府环保

主管部门公开授予企业的差异化环保信用“标签”[１],进而对环境治理发挥“合规压力效应”与“激励引

导效应”.此外,环保信用评价工作涉及企业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管理以及社会监督等多方面

的环境事项信息.这意味着,审计师对环保信用评价的执业关注可能有助于其更加客观地了解以及

合理地评估被审计单位的环境行为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适时调整审计风险感知度,进而对审计收费等

审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一个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探讨的问题是:环保信用评价对审计收费究竟

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对该问题的解答,对于科学推进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持续改善企业环境行为、助
力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丰富了企业环境相关事项对审计收费影响方

面的研究.现有文献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５]、环境信息披露[６]、ESG 评级[２][３]、环境与社会责任举

措[７]等多个不同视角考察了企业环境事项因素对审计师的审计决策行为及其审计结果产生的影响,
但鲜有研究直接关注环保信用评价对其的影响.相比已有研究,本文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境治

理效应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丰富了审计收费影响因

素的相关研究.第二,拓展了环保信用评价的研究范畴,尤其是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经济后果方面

的经验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环保信用评价的制度设计与完善[８]、发展现状与问题[９]及其对企

业绿色创新[１０]、环境信息披露[１]等的影响.相比已有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环境政策评估领域比

较前沿的三重差分(DDD)模型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

制,为我国加快推广和落实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提供经验借鉴与决策支持.第三,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

同的产权性质、法治环境以及地区信任环境等对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差异化影响,这
对政府部门完善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合理引导企业加强环境风险治理、助力审计师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等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制度背景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企业环境信用状况已成为金融投资与信贷行业的“绿色配置”标准以

及政府监管部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环保信用评价体系起源于西方传统的金融市场

信用评级体系,现已朝着一种相对独立的评价体系发展.在发展相对成熟的碳信用评价市场,标准普

尔、穆迪等碳评级机构进一步简化了金融业的投资与贷款决策,企业获得外部资本支持的机会和成本

越来越取决于其获得的碳信用评级[１１].大型商业银行、投资机构等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是引领西方环

保信用评价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
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环保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带有比较浓厚的政府推动色彩.２００３年,

江苏省镇江市试点实施由世界银行发起的“工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研究”项目,由此开启了我

国对企业环境行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初次尝试.２００６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尝试在我国部分地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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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企业的环境行为评价工作,但因缺乏相对具体化、统一化以及标准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考核方法,
试点工作的进展状况及实践效果不甚理想.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３年底发布的«评价办法»对此作出了进

一步完善,明确要求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开展环

保信用评价工作,并为此设计出一整套可供量化的评价标准和专门化的评价方法.自２０１４年开始,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得到全国许多地区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响应.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已有近

２０个地区累计对３万余家企业开展了环保信用评价工作.
与其他环境规制相比,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将环保、财政、金融、媒体、公众等多个环境关注主体与

责任主体纳入相对统一的环保信用治理框架,综合运用管理型、市场型、契约型以及社会公益型工具,
积极贯彻落实“协商共评、结果共享、分类施治”的治理策略,最大化形成集“政府监管、市场调节与社

会监督”于一体的治理合力,加快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因此,环保信

用评价制度兼具“多元共治、联动奖惩、分类施治”的制度设计优势,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型生态环境治

理方式.
(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境治理效应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两种效应.一是合规压力效应.基于合法性理论,社会

认同感是保证组织合法性地位的根本基础,关乎企业生存与长远发展[１２].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备受关注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参与环境治理、积极践行环境社会责任早已成为环境利益相关者群体

评判企业合法性地位的重要衡量标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主要从低成本的组织协调、高效率的信息

共享和多样化的准环境监管三个方面对企业施加环境合规性压力,进而促使企业管理层高度重视自

身环境治理能力建设[１].具体来说,第一,“协商共评”的组织协调机制拓宽了环保部门的信息获取

渠道,也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为环保信用评价工作的高效实施创造了有利的组织运作基础;第
二,“结果共享”的信息共享机制使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得以广泛扩散与高效传播,也为后续落实“分
类施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增量信息支持;第三,环保信用评价结果较差的参评企业除需面临因环

保主管部门一系列监管整治措施① 引致的环境监管压力外,还会受到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严苛的

信贷风险审核评估、新闻媒体的负面环境报道以及社会公众的舆论谴责乃至消费抵制等多方面的

准环境监管压力.
二是激励引导效应.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在强化对环保失信行为进行惩戒的同时,亦尤为重视对

企业的环保守信行为实施有效激励,其主要体现在联合激励以及声誉构建两个方面.其中,联合激励

主要体现在,对于那些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为“环保诚信”等级的“绿牌”类参评企业,环保部门明确表示

将优先支持其获取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环保科技项目立项以及新增排污指标调剂,同时积极建议财政

等其他政府部门给予其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绿色信贷、保费优惠、评优创先等多项政策性利益倾斜.
在声誉构建方面,环保信用评价结果是由政府环保部门对参评企业提供的一种环境信用鉴证和背书,
因而会向其他市场主体明确发出来自官方认可的强烈信号.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其产生的环保信用

标签效应有助于“绿牌”类参评企业构建和维持良好的绿色声誉形象,进而与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公
众(消费者)和商业合作伙伴等环境主体确立和保持更加稳健的信任、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

多的绿色信贷配额支持、绿色环保正面报道、绿色产品或服务购买以及绿色供应链高效整合等诸多实

实在在的激励性回报.
(三)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的理论假设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产生合规压力效应和激励引导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质量,提高环境风险管控能力,进而实现企业可持续性发展.这意味着,对审计师而言,对环保

信用评价的执业关注能够使其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评估企业的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状况,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而降低因被审计单位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引致的审计风险感知度.在现代风

险导向型审计模式日趋盛行的背景下,风险感知已成为影响审计师定价决策的核心理念之一[１３].为

此,本文主要从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两个维度来分析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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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风险维度的分析主要围绕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产生的合规压力效应展开.环保信用评价结果

包含了对企业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管理和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环境行为信息的获取和评价.环

保部门开展的现场检查、监督性监测、重点污染物排放核查等监管措施与来自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社
会公众等“多元共治”群体协同配合所形成的环境治理合力,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面临的环境合规压力,
促使其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环境相关信息,努力减少“漂绿”式披露行为.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然而其对审计师感知的信息风险影响

如何呢? 本文认为,第一,这客观上为审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对企业环境行为事项的关注和考量提

供了部分替代性工作.受此影响,审计师可以更少的审计投入获取由政府环保部门公开发布的、具有

较高鉴证和背书价值的环境事项相关信息,进而直接促使其下调感知的信息风险水平.第二,高质量

披露环境信息不仅是企业高质量践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体现,亦是公开回应外部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环

境呼吁和绿色诉求的有效方式,因而有助于企业确立或维持较高的环境合法性地位,塑造绿色环保的

良好声誉形象,这为审计师合理调减信息风险感知度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环境信息披露具

有信息增量价值,高质量披露环境信息进一步缓解了外部环境关注主体对企业内部的环境信息不对

称程度[１４],进而为审计师降低信息风险感知水平提供了有利的增量信息基础.第四,良好的环境信

息透明度有效抑制了代理问题,压缩了管理层实施环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环境机会主义行为的

空间[１５],进而为审计师进一步调减信息风险感知度营造了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氛围.
上述分析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面临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促使其采取

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从而改善了环境信息透明度,畅通了环境信息沟通渠

道,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氛围,进而有助于审计师调减因企业信息风险引致的审计风险感知水

平,从而作出降低审计收费的审计决策.
经营风险维度的分析主要围绕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具有的激励引导效应展开.合规压力效应的发

挥抑制了企业的信息风险,但环境成本内化过程中引致的成本收益失衡问题有悖于企业作为理性经

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糟糕的环境绩效表现还会对企业经营现金流带来不确定性,进一

步动摇资本的安全性与收益的稳定性[１６],进而难以培育持续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内生动力.因此,
从长远来看,引导企业采取环境友好行为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环境成本大于环境收益的失衡问题,
进一步增强以收益稳定性等指标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环保信用评价工作在强化环保失信惩戒的同时,亦高度重视对环保守信行为采取形式多样的激

励措施.一是源自政府的政策倾向性激励,主要包括环保专项补贴、环保科研立项、政府绿色采购以

及税费减免优惠等;二是来自市场的商业支持性激励,主要包括绿色信贷配额支持、绿色产品或服务

购买以及绿色供应链高效整合等.此外,环保信用评价推行的“结果共享”机制产生了官方认可的差

异化环保信用标签效果,可对企业产生基于声誉激励的溢出效应.多样化的配套性激励措施和制度

安排有效缓解乃至解决了企业实施环境友好行为可能出现成本畸高而收益偏低的重要现实问题,切
实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培育了企业持续改善环境行为的内生动力.受此影响,审计师很

可能会进一步调减感知的企业经营风险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联合激励措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外部资源获取机会、降低资

本成本、改善融资环境,声誉构建则使企业获得了银行信贷机构、消费者群体、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环境

关注群体的“芳心”,并乐意与之建立更加稳健的商业信任与业务合作关系.这将有力地支持企业取

得更加稳健的发展绩效,进而进一步降低审计师感知的公司经营风险,从而最终收取更低的审计

费用.
综上所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有助于被审计单位切实改善环境信息透明度、实现更加稳健的经营

收益,审计师感知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得以降低,进而作出更优惠的审计定价决策.基于此,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够降低审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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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于２０１４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多地区试点实施,为保持该制度试点实施前后时间

窗口的对称性,本文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② 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筛

选:(１)剔除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类的公司样本;(２)剔除被ST、∗ST、暂停上市、退市等特别处

理的公司样本;(３)删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４)剔除当年新上市的公司样本.在此基础

上,本文最终共获得了３３７２５个有效观测值.此外,为尽可能地削弱极端观测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

中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１％的 Winsorize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如下:(１)环保信用评价等级数据主要通过“环保信用􀅰中国”网站、“环境影响评价

信用平台”网站以及各地区政府环保部门网站等渠道手工收集,并经交叉验证后与相应的上市公司名

称匹配所得;(２)企业披露的环境相关信息主要通过对上市公司定期对外发布的财务报告、社会责任

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书等公开资料进行人工收集并计算获得;(３)审计收费等数据主要来

自希施玛(CSMAR)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NS)等.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国内外环境政策评估领域的相关研究[１７][１８],构建 DDD模型评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

实施对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效应.DDD模型的应用原理是,在传统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基础上,
引入第三重差分,更加“纯粹”地进行政策影响效果识别,从而获取可信度更高的研究结果.具体到本

文的研究,依照«评价办法»中第三条的有关规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被纳入环保信

用评价范围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影响大”的行业企业(即强制参评企业),而
对那些尚未被纳入上述范围的行业企业的政策影响和规制压力均相对较小,其可以自愿申请的方式

参加环保信用评价(即自愿参评企业).为尽可能弱化乃至消除这一混淆性因素可能产生的“噪音”,
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水平,本文在考虑第一重差分(即时间维度———对比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试点时

间前后差异的影响)和第二重差分(即地区维度———对比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差

异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第三重差分(即企业参评类型维度———对比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下强制参评

企业与自愿参评企业差异的影响),从而更为综合且精准地评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试点实施对审计

收费的净影响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Deschênes等的做法[１９],本文构建如下DDD模型:

Feeitpj＝α０＋α１Postt×Pilotp×Compulsoryj＋λControlsit＋γ１Year＋
γ２Province＋γ３Firm＋εitpj (１)

模型(１)中,i、t、p、j分别表示上市公司、时间、地区以及行业,εitpj为随机扰动项.

Fee作为模型(１)的被解释变量,表示公司的审计收费,用上市公司当期审计费用发生额的自然

对数衡量.模型(１)的解释变量包括:制度试点时间虚拟变量、制度试点地区虚拟变量以及企业参评

类型分组变量.具体来说,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试点时间虚拟变量用Postt表示,若属于试点年度及之

后年度的,则Postt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试点地区虚拟变量用Pilotp表示,若省

份p属于试点地区,则Pilotp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需特别说明的是,若某一省份在某一年份的上

半年度(６月３０日及以前)发布本地区试点实施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政策性文件,则视同环保信用评

价制度在该地区的本年度已开始实施;若该省份在某一年份的下半年度(７月１日及以后)才发布本

地区试点实施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政策性文件,则认为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在该地区的下一年度才开

始实施.企业参评类型分组变量用 Compulsoryj表示,若企业属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规定的强制参

评行业范围,则Compulsoryj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t×Pilotp×Compulsoryj构成了模型(１)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估计系数α１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三重差分估计量,反映的是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前后,环保信用评价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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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以及强制参评企业与自愿参评企业之间审计收费的净影响效应.若实证

检验结果显示该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公司的审计

收费.
此外,本文在模型(１)中还加入了一组与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相关的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ConＧ

trols),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产权性质(Soe)、企业成长性

(Growth)、公司价值(TQ)、股权制衡度(Balanced)、业务复杂度(Complexity)、董事会规模(Board)、
独立董事比例(Indep)、高管持股水平(Executives)、两职合一(Dual)、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审计

机构变更(Change)、审计机构类型(Big４)、审计努力度(Workload)以及审计机构任期(Tenure)等.
本文还分别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Year)、地区固定效应(Province)以及公司个体固定效应(Firm).
各变量定义详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与说明

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收费 Fee 当期审计费用发生额取自然对数

环保信用评价

Post 制度试点时间虚拟变量,若为试点年度及以后年份,则为１,否则为０
Pilot 制度试点地区虚拟变量,若为试点地区,则为１,否则为０
Compulsory 企业参评类型分组变量,若属于强制参评行业范围,则取１,否则为０

企业规模 Size 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产权性质 Soe 若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企业成长性 Growth (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公司价值 TQ 托宾 Q值

股权制衡度 Balanced 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业务复杂度 Complexity (应收账款总额＋存货总额)/资产总额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总人数取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高管持股水平 Executives 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持有股份比例

两职合一 Dual 若总经理与董事长为同一人,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审计意见类型 Opinion 若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审计机构变更 Change 若当期更换审计机构,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审计机构类型 Big４ 若为国际“四大”审计机构,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审计努力度 Workload 年度审计报告日与财务报表日间隔的天数取自然对数

审计机构任期 Tenure 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年数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２列示的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审计收费(Fee)的均值为１３．５８９,最
小值为１２．３０１,最大值为１５．６５６,标准差为０．６４０,表明不同公司的审计收费存在一定差异,这为进一

步考察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制度试点时间虚拟变量(Post)的均值为０．６７５,表明环保

信用评价制度实施当年及之后年度的样本占比约为６７．５％;制度试点地区虚拟变量(Pilot)的均值为

０．５０７,表明受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影响的试点地区样本(占比约为５０．７％)与暂未受到这一制度影

响的非试点地区样本(占比约为４９．３％)基本相当;企业参评类型分组变量(Compulsory)的均值为

０．３１７,表明依照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要求被纳入强制参评行业范围的样本占比约为３１．７％,相比自愿

参评类型样本企业而言,其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

致,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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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Fee ３３７２５ １３．５８９ ０．６４０ １３．５０１ １２．３０１ １５．６５６

Post ３３７２５ ０．６７５ ０．４６８ １ ０ １

Pilot ３３７２５ ０．５０７ ０．５００ １ ０ １

Compulsory ３３７２５ ０．３１７ ０．４６５ ０ ０ １

Size ３３７２５ ２２．０４７ １．２６４ ２１．８７９ １９．４９９ ２５．８６４

Lev ３３７２５ ０．４３０ ０．２１０ ０．４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９７６

Roa ３３７２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９ ０．３４３ ０．２０１

Soe ３３７２５ ０．３８２ ０．４８６ ０ ０ １

Growth ３３７２５ ０．１９０ ０．４５５ ０．１１８ ０．６２８ ３．１４６

TQ ３３７２５ ２．０６０ １．３６８ １．６２５ ０．８６９ ９．４９９

Balanced ３３７２５ ０．７０７ ０．５９２ ０．５４６ ０．０２６ ２．７１３

Complexity ３３７２５ ０．２６６ ０．１６３ ０．２４８ ０．００６ ０．７４３

Board ３３７２５ ２．２４６ ０．１７６ ２．３０３ １．７９２ ２．７７３

Indep ３３７２５ ０．３７３ ０．０５２ ０．３３３ ０．３０８ ０．５７１

Executives ３３７２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３ ０ ０．６８２

Dual ３３７２５ ０．２７１ ０．４４４ ０ ０ １

Opinon ３３７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７ ０ ０ １

Change ３３７２５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５ ０ ０ １

Big４ ３３７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２２０ ０ ０ １

Workload ３３７２５ ４．５５３ ０．２３５ ４．６２５ ３．５２６ ４．７８７

Tenure ３３７２５ １．８９５ ０．６７８ １．９４６ ０．６９３ ３．７１８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３报告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中,列(１)为加入了时间固定

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２)是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公司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
(３)则展示的是将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公司个体固定效应同时纳入模型的回归结果.结

果显示,在列(１)~(３)中,三重差分交互项 Post×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５和 ０．０４０,且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活动中会对企业的环

保信用评价状况保持必要的执业关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度,进
而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以列(３)的结果为例,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Pilot×
Compulsory估计系数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含义是,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后,处于实验组的试点地

区强制参评类企业相比那些处于对照组的非试点地区以及自愿参评类企业的审计收费标准降低了大

约４％.以上结果表明,在运用DDD模型剥离其他混淆性因素可能的干扰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

施后,相比那些非试点地区以及自愿参评类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强制参评企

业的审计收费标准,本文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此外,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后,企业的环保信用评价等级高低③ 对审计师定

价决策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影响.具体来说,若企业获得的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为“绿牌”等级,则将其划

分为环保诚信类企业组,记为ECR_green,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若企业获得的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为

“绿牌”以外的其他等级,则将其划分为非环保诚信类企业组,记为ECR_nonＧgreen,并取值为１,否则

为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模型分别进行检验.表３列(４)和列(５)列示的回归结果显示,ECR_green
和ECR_nonＧgreen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０４７和０．００８,但只有ECR_green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该结果表明,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为“绿牌”的环保诚信类企业相比其他非环保诚信类企业被审

计师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优惠幅度约为４．７％.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降低审

计收费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环保信用评价等级较高的“绿牌”类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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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Post×Pilot×Compulsory ０．０４０∗∗∗

(６．６２６)
０．０４５∗∗∗

(３．８８９)
０．０４０∗∗∗

(３．４５４)

ECR_green ０．０４７∗∗∗

(４．２１３)

ECR_nonＧgreen ０．００８
(０．６８３)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FE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３７２５ ３３７２５ ３３７２５ ３３７２５ ３３７２５
AdjＧR２ ０．６６３ ０．６６２ ０．６６３ ０．６７７ ０．５９１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三)稳健性测试

１．平行趋势检验.与双重差分类似,三重差分估计量的一致性亦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实验

组在未受到政策冲击的情形下,被解释变量应与对照组具有高度一致的时间变化趋势.在本文的三

重差分模型中,平行趋势主要指的是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之前,强制参评企业与自愿参评企业在

审计收费的时间变化趋势上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水平,环保信用评价对审计收费的净影响效应仅

出现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之后.为此,本文以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的前三年(Pre_３、Pre_２、

Pre_１)、当年(Current)以及后三年(Post_１、Post_２、Post_３)作为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的窗口期,平行趋

势检验结果如表４列(１)所示.可以看出,在制度实施的前三年,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

制度实施当年和后三年,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对审计收费的降低作用主要是

由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引起的,而不是时间趋势效应.因此,本文的研究符合平行趋势假设,上
文所得结论稳健可靠.

２．倾向得分匹配和三重差分法(PSMＧDDD).为了尽可能地缓解样本差异导致的结果偏差,本文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加三重差分的方法(PSMＧDDD)进行检验.其中,倾向得分匹配的参数设定如下:
协变量为上文所选取的全部控制变量,采用０．０５卡尺范围、１∶１比例、最近邻且无放回的方式,并通过

Logit模型进行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未予报告,留存备索)显示总体匹配效果良

好,然后使用经匹配的样本再次进行检验.表４列(２)列示的回归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
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上文所得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３．安慰剂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非因其他随机因素的干

扰所致,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来说,本文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年份均向前平推２年,
然后使用虚构的制度实施处理项(Before２×Pilot×Compulsory)再次进行安慰剂对照测试.若

Before２×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显著,则说明上文所得研究结果很可能是由其他暂未观察

到的随机性因素导致;但若Before２×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则可进一步说明环保信

用评价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效应确实是由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带来的.表４列(３)列示的回归结果

显示,Before２×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未受到环保信用评

价制度给予的外生冲击情况下,公司的审计收费并无显著性变化,从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基准回归的

研究结论.

４．删除有争议的样本.考虑到我国少数地区在２０１３年底«评价办法»发布之前就曾探索性地对

一些重点污染工业企业开展过环境行为影响评估工作,其中尤以江苏省等地区为甚.尽管这类工作

的性质与环保信用评价的内容存在较多不同之处,但其亦有可能会对这一政策的效应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基于此,本文将江苏地区的样本数据全部剔除,然后重新进行检验.表

４列(４)列示的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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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排除ESG评级事件的影响.尽管ESG评级与环保信用评价存在较大差异,但为了尽可能排

除其对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之间负向关系的潜在性干扰,本文将样本企业的ESG评级状况进行

了控制.具体来说,首先,本文选用了目前在学术界应用相对较为广泛的“商道融绿ESG评级”和“华
证ESG评级”④ 表征样本企业的 ESG 评级状况.其次,依据“商道融绿”当期是否披露上市公司的

ESG评级结果,构建关于ESG评级的虚拟变量 ESG１,若当期披露了上市公司的 ESG 评级状况,则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依据“华证指数”对上市公司评定的 ESG 评级结果(从低到高共计包括 C、CC、

CCC、B、BB、BBB、A、AA和 AAA共９个等级),从低等级到高等级依次赋值１~９,并将华证ESG评

级状况记为ESG２.在此基础上,将ESG１和ESG２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纳入上述DDD模型中再次进行

检验.表４列(５)和列(６)列示的回归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

数均仍然显著为负,本文假设依然成立.
　表４ 稳健性测试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Post×Pilot×Compulsory
０．０３９∗

(１．８５６)
０．０４３∗∗∗

(３．４７９)
０．０４０∗∗∗

(３．４４３)
０．０３８∗∗∗

(３．４５５)

Before２×Pilot×Compulsory
０．０１１

(０．９１４)

ESG１
０．００７
(０．５９５)

ESG２
０．０２２∗∗∗

(７．９８０)

Pre_３ ０．００５
(０．７５４)

Pre_２ ０．０１５
(１．００５)

Pre_１ ０．０２４
(１．５５７)

Current ０．０４１∗∗∗

(３．４６６)

Post_１ ０．０４４∗∗∗

(４．２２４)

Post_２ ０．０３８∗∗

(２．４８２)

Post_３ ０．０２９∗

(１．９３２)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３７２５ ６６５１ ３３７２５ ３０３１２ ３３７２５ ３０５８１
AdjＧR２ ０．６７２ ０．４９２ ０．５６１１ ０．６６２ ０．６６３ ０．６４０

　　(四)影响机制探讨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主要通过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以及增强经营收益

稳定性,分别抑制了企业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使审计师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也就是说,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可通过信息风险机制和经营风险机制降低审计收费.

为了对上述机制进行验证,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２０],构建如下中介效

应模型:

Feeitpj＝β０＋β１Postt×Pilotp×Compulsoryj＋ρControlsit＋μ１Year＋μ２Province＋

μ３Firm＋εitpj (２)

Meditpj＝β０＋β１Postt×Pilotp×Compulsoryj＋ρControlsit＋μ１Year＋μ２Province＋

μ３Firm＋εitpj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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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itpj＝β０＋β１Postt×Pilotp×Compulsoryj＋β２Meditpj＋ρControlsit＋μ１Year＋

μ２Province＋μ３Firm＋εitpj (４)
模型(３)和(４)中,Med为中介变量,包括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其中,IRisk表示公司的信息风

险,使用环境信息透明度进行衡量.本文借鉴钟海燕和王江寒的做法[１],采用经测算的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质量作为环境信息透明度⑤ 的替代性指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表示企业的环境信息透明

度越高,亦说明公司的信息风险越低.ORisk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本文借鉴Bryan等、陆正飞等的

做法[２１][２２],使用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t ３、t ２、t １)剔除企业资产规模影响的以息税前利润为

基础测算的盈余波动性进行衡量.该指标数值越小,代表公司的经营风险越低.上述中介效应模型

中的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１)保持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表５报告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列(１)~(３)展示的是信

息风险(IRisk)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列(１)中三重差分交互项 Post×Pilot×ComＧ
pulsor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降低了公司的审计费用;列(２)中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显著抑制了公司的信息风险;列(３)报告的是将三重差

分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和中介变量IRisk同时纳入模型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两者均保

持了１％水平的负向显著性,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有效抑制了企业的信息风险,进而降低了公司的

审计费用.综合以上结果可以说明,信息风险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向关系中发

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信息风险机制得到验证.
表５列(４)~(６)展示的是经营风险(ORisk)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４)的结果显示,三重

差分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保信用评价

制度降低了公司的审计收费;列(５)中的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

有效缓解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列(６)为在列(４)基础上纳入经营风险(ORisk)机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
示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和中介变量 ORisk的估计系数分别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和正,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有效缓解了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了公司的审计费用.综合以上结

果可以说明,经营风险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向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经营

风险机制亦得到了验证.
　表５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Fee (２)IRisk (３)Fee (４)Fee (５)ORisk (６)Fee

Post×Pilot×Compulsory
０．０３８∗∗∗

(３．３６３)
３．０２４∗∗∗

(１６．２２６)
０．０３４∗∗∗

(２．９７４)
０．０４１∗∗∗

(３．４８８)
０．００１∗

(１．８１９)
０．０４０∗∗∗

(３．４３８)

IRisk ０．００１∗∗∗

(２．７５２)

ORisk ０．６７６∗∗∗

(１２．５８９)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２０４９ ３２０４９ ３２０４９ ３３７０７ ３３７０７ ３３７０７
AdjＧR２ ０．６４３ ０．２６６ ０．６４４ ０．６６３ ０．１７１ ０．６６８

五、异质性分析

(一)产权性质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性质是现代企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之一[２３].对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其
长期作为国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扮演着政府部门重要的绿色形象代言人角色,
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响应态度和执行意愿均相对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与政府部门的天然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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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了其较高的社会声誉影响力、较强的优质资源获取能力及其衍生的绿色技术研发优势,因而

其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效果亦相对更加明显[２４].受此影响,国有企业的审计风险会更低,进而很

可能弱化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降低审计收费的影响效应.反观非国有企业,其不仅通常会面对更

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亦时而遭遇信贷歧视[２５],比较容易忽视生态环境问题,进而诱发更多的环境机

会主义行为[２６].然而,在政府大力推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形势下,合规压力效应和激励引导效

应的有效发挥将能够合理督促和引导非国有企业采取更多的环境友好型举措,不断完善环境信息

披露制度,稳步提升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努力实现可持续性的经营发展目标.受此影响,相比国有

企业,审计师很可能会适度调减对非国有企业原本较高的审计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审计收费.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本文将研究样本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Soe＝１)和非国有企业

(Soe＝０)两个组别,按照模型(１)分别进行检验.表６列(１)和列(２)报告的检验结果显示,三重差分

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但仅在列(２)中保持了１％水平的显著性,列
(１)的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测试.这表明相比国有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公司审计收费的降低效

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
(二)法治环境

已有研究表明,法治水平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强度、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以及审计师的审计风

险应对行为均具有重要影响[２７][２８].一般来说,在法治水平相对薄弱的地区,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强

度往往亦较弱,环境违法违规成本较小,进而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助长企业的环境机会主义行为.良好

的法治环境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环境合法性压力,督促其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也为审计师高效率、
高质量开展审计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法治环境基础,审计风险相对稳定可控,然而这亦可能会不同程度

地弱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降低审计收费的治理效应.审计师很可能会审慎降低对法治水平比较薄弱

地区的政府环境治理作用以及企业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的信赖程度,转而更多参考和借鉴环保信用评

价工作提供的基础性支持来开展审计业务活动,此时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治理效应可能被放大.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本文引入地区法治环境变量 Law,借鉴祝继高等的做法[２９],使用«中国分省

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２１)»⑥ 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分项评分作为衡量地区法

治环境(Law)的基础数据.考虑到２０２１版指数报告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数据与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数据所

采用的数据计算基期(分别为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６年)不同,进而可能导致相关数据缺乏应有的可比性,因
而并不适合直接进行数据的比较与分析.为此,本文以经计算确定的“数据调整比率”⑦ 为基础,生成

新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数据,并依据该评分的中位数,将全

部研究样本划分为法治环境良好(Law＝１)和法治环境薄弱(Law＝０)两组,然后按照模型(１)分别进

行检验.此外,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样本剔除,仅保留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数据,然后依据上述步骤重新进行检

验.表６列(３)~(６)中的结果显示,仅列(４)和列(６)中的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
分别保持了１％和５％水平的负向显著性,列(３)和列(５)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测试.这表明相比法治环

境相对良好的地区,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公司审计收费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法治环境比较薄弱地

区的企业中.
(三)地区信任环境

除法治环境外,地区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亦会对审计师的审计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３０][３１].一方

面,从管理层的诚信水平来看,在社会范式的自我实施机制与复杂社会网络的共同作用下,地区信任

环境较好的企业会面临较高的失信成本,管理层普遍更为注重诚实守信,这有助于约束企业在生态环

境等方面的违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从审计证据的获取状况来看,密集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人们对

诚信与声誉的高度关注,使得较高的地区信任度不仅可以扩展审计师除企业内部以外的信息获取渠道

(包括但不限于前任审计师、下游客户、上游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渠道),降低信息获取成本,而且审计证

据的获取质量亦可得到明显改善.受此影响,在地区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审计师的审计风险预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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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相对稳定的可控状态,但这也可能会弱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降低效应.然而对于信

任环境有待改善地区的企业,审计师则可能会更多寻求所在地区开展的环保信用评价工作提供的基础

性支持来推进审计业务活动,将审计风险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较低水平,进而降低审计收费.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借鉴Deng和Yu的做法[３２],本文引入地区信任环境变量 Trust,利用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CGSS)提供的样本数据为基础进行衡量,并依据其得分的中位数将全部研究样本划分为地区

信任环境较好(Trust＝１)以及地区信任环境较差(Trust＝０)两个组,然后按照模型(１)分别进行检验.
表６列(７)和列(８)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Post×Pilot×Compulsory的估计系数仅在

列(８)中保持１％水平的负向显著性,列(７)的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测试.这表明相比信任环境良好的

地区,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公司审计收费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信任环境相对较差地区的企业中.
　表６ 进一步分析结果

变量 (１)Soe＝１ (２)Soe＝０ (３)Law１＝１ (４)Law１＝０ (５)Law２＝１ (６)Law２＝０ (７)Trust＝１ (８)Trust＝０

Post×Pilot×
Compulsory

０．０３５
(１．６２２)

０．０３９∗∗∗

(２．９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５７８)
０．０４１∗∗∗

(２．８４４)
０．０１１
(０．８６１)

０．０３３∗∗

(１．９７３)
０．０２４

(１．３７１)
０．０４７∗∗∗

(３．１１８)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１２８８２ ２０８４３ １２５２１ １２５３２ ８０１４ ８０１０ １６１７４ １７５５１
AdjＧR２ ０．６１２ ０．６８６ ０．５８８ ０．６０５ ０．５１１ ０．５１５ ０．６４２ ０．６７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 DDD模型,深入考察了环保信

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主要通过提高公司环境信息透明度、缓
解盈余波动的路径有效抑制了公司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显著降低了审计师对公司的审计收

费.考虑环保信用评价等级结果差异的影响,本文发现参评企业获得的环保信用评价等级越高,公司

被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地区以及信任环境较差地

区的企业中,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更能发挥降低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和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应积极深入推行环保信

用评价制度.本文研究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有效改善了企业的环境信息透明度,有助于督促和引

导企业高质量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可考虑适度扩大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在全国的

覆盖范围,并适时扩大强制参加环保信用评价的行业领域及企业主体范围,更好发挥环保信用评价制

度对环境治理的合规压力效应和激励引导效应.二是企业应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环保信用评价.本

文研究表明,企业的环保信用评价状况已引起了审计师的执业关注,参与环保信用评价的企业保持了

更高的经营收益稳定性、支付了更低的审计费用,可以实现“有利可图”.为此,企业应逐渐摒弃落后

的思想观念,高度重视政府推行的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积极参与到环保信用评价工作中来,助力审计

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从而实现企业与审计师的双赢结果.三是从法治环境和地区信任环境的

角度看,有关部门应对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异质性效应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研究表明,环保信用评

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降低效应在法治环境薄弱以及信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为

此,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合理加快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法治建设进程,同时稳步提升地区信任水平,从
而为企业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审计师更好开展审计业务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注释:

①包括但不限于严格审查其环保行政许可申请事项、加大环境监察执法频次、从严审批或者暂停各类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等惩戒
措施.

②因数据获取年限受限、数据测算质量较低以及跨周期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后续一部分实证检验实际采用
的样本期间与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这一初始样本期间会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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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目前全国各试点地区采用的环保信用评价等级划分类别并不统一,主要划分方式包括３大类(绿
黄红)、４大类(绿蓝黄红)以及５大类(绿蓝黄红黑),但均包含有“绿牌”等级.为此,本文仅将样本数据划分为“绿牌”等级组(环保诚
信类企业组,ECR_green)和非“绿牌”等级组(非环保诚信类企业组,ECR_nonＧgreen),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级高
低对公司审计收费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影响.

④由于“华证指数”对我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的 ESG评估工作始于２００９年,故此处将华证 ESG评级数据的实证样本期间设定
为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度.

⑤２００８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监管〔２００８〕１８号)等政策规范性文件的发布被视为我国环境信息披露
治理开始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尽管在２００８年以前已有部分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但总体样本数量较少,且数据披露质量
普遍较低,难以满足研究需要,故此处将表征公司信息风险的环境信息透明度指标数据的实证样本期间设定为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

⑥由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２１)»中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数据仅更新至２０１９年,同时为了
便于处理跨周期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故此处将地区法治环境变量数据的实证样本期间设定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

⑦由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数据(以２００８年为计算基期)与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数据(以２０１６年为计算基期)均包含有２０１６年的相关评分
数据.为此,第一步,本文测算出了以２０１６年为计算基期的２０１６年数据相比以２００８年为计算基期的２０１６年数据的比率,即为旨在
缓解可比性问题的“数据调整比率”.以安徽省为例,其在以２０１６年为计算基期的２０１６年“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
分为４．７１,而在以２００８年为计算基期的２０１６年该指数评分为６．７８,则４．７１/６．７８＝０．６９４７即为上述“数据调整比率”.第二步,本文
使用第一步中计算所得的各省份“数据调整比率”(以安徽省的０．６９４７为例)统一调整各省份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并在此基础上与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数据合并,生成新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评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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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heEnvironmentalCreditEvaluationSystemAffectAuditFees?
ZHONGHaiyan　WANGJiangha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Yichang４４３００２,China)

Abstract:TakingtheimplementationofenvironmentalcreditevaluationsystemasaquasiＧnatural
experiment,thispaperusesChineseAＧsharelistedcompaniesfrom２００６to２０２１assamples,and
constructsa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smodeltoexploretheimpactofenvironmental
creditevaluationsystemonauditfees．Theresultsshowthattheimplementationofenvironmental
creditevaluationsystemcansignificantlyreduceauditfees,andthehighertheenvironmentalcredit
rating,thelowertheauditfees．Theimpactmechanismanalysisindicatesthattheenvironmental
creditevaluationsystemcanreduceauditfeesthroughtheinformationriskandoperatingriskmechＧ
anisms．Thatis,theenvironmentalcreditevaluationsystemwillsuppresstheinformationriskand
operatingriskofcompaniesbyimprovingthetransparencyofenvironmentalinformationandeasing
thevolatilityofearnings,therebyreducingauditfees．FurtheranalysisfindsthatthenegativerelaＧ
tionshipbetweentheenvironmentalcreditevaluationandauditfeesaremoreobviousinnonＧstateＧ
ownedenterprises,thoselocatedinpoorlegalenvironmentandlowleveloftrust．Thisstudynot
onlyenrichestherelevantresearchon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environmentalcreditevaluation
system,butalsoexpandstheliteratureonthefactorsaffectingauditfees．IthasrevelatorysignifiＧ
canceforgovernmentdepartmentstofurtherpromotetheenvironmentalcreditevaluationsystem,
reasonablyguideenterprisestocontinuouslyimproveenvironmentalbehavior,andhelpauditorsofＧ
ferhighＧqualityaudi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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